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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永續的課程與教學： 

十二年國教中的課程協作與掌舵
黃騰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為了能落實課程政策，課程協作在

十二年國教推動之際備受重視，企圖使

各個相關參與推動課程的人員及組織皆

能達成課程原本的意圖。本研究從國際

上關於課程發展及實施的研究文獻中，

以「當代社會脈絡」及「教師實踐」為

基礎，分析現有課程改革中可能的問

題，並做為台灣課程協作的建議。文中

指出，當前課程協作若要朝向永續的發

展，其成功要素有三。第一、課程協作

主要的目標不是課程政策的績效表現，

而是教師實質上如何落實課程政策中的

理念於教學中。第二、若要落實在教師

的教學，不止行政層級需要協作，學校

層級中更需要有人進行「掌舵」。第

三、這種掌舵的方式不是靠分散或片斷

式的研習，而是要能回應學校文化、教

師、及學生的需要，讓教師能在日常教

學中不斷進行專業對話和反思。其次，

透過關於教師改變的文獻中，個人也指

出在協作或掌舵的過程中，亦應試著超

越主流以「教育理論知識」為主的策

略，更重視教師的自我知識和能動性。

最後，期待課程協作者就像一位充滿藝

術的「嫁接者」，以學校教師為推展的

核心和基礎，進行課程協作。

關鍵字：課程實施、教師改變、永續

性、課程發展

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已如火如荼的展開，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教育改革特

別重視「協作」的概念，也就是不同

的成員或組織如何進行更密切的協商和

合作，使原本課程改革的理念與精神更

能落實於教育現場。因應此概念，教育

部甚至於102年7月通過「教育部中小學
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設置及運

作要點」（教育部，2014）。目前台灣
課程協作的概念，一部份主要是源自過

去輔導團的經驗，也就是如何讓一些有

經驗的專家教師，協助中央及地方政

府將政策轉化成現場教師可以實踐的教

學，進而促進學生學習（黃騰、李文

富，2010）。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政
策決策者和行政人員就需試著和這些專

家教師進行協調和合作，因此逐漸強化

了課程協作的概念與需求。當然，輔導

團只是協作成員中的一環。事實上，在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

作中心設置及運作要點」中的圖像，協

作的成員還包括：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

發展系統（師資藝教司、師資培育機

構、區域師資培用中心、區域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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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心）、課程教學研發系統（國教

院、技職司）、課程推動與教學支持

系統（國教署）…等。甚至用更大的

角度來看，所有的教育事務相關人員

（Stakeholders），都可能是協作的一份
子。所以，課程協作光是在劃分範圍和

納入 /排除對象時，就某種程度上做出
了選擇，而每一種選擇背後也一定有其

考量和立場。這也意味著我們如何著眼

於課程協作，都代表著不同的選擇、立

場、價值、或不同的結果。

就本文而言，我企圖將課程協作著

眼在「當代社會脈絡」及學校中的「教

師實踐」，藉由目前我們對教師專業發

展與實踐及當代社會下的教育情境的背

景，理出一條可能的課程協作方向。

二、課程協作的當代意義

不同的時代總會創造出不同的社會

條件。Hargreaves（2000）就描述了四種
關於教師專業的時代變化，從前專業時

期、自主專業時期、同儕專業時期、再

到後（現代）專業時期。Hargreaves提
到，特別是在後現代和新自由主義論述

下的今日，教師專業的意義不再只有單

一固定的方向，而總是隨著不同的時空

在不同的想法和方向間拉扯著（2000：
167）。這樣的時代背景，Hargreaves
（2000）將它歸納於兩個原因：市場競
爭式的經濟發展和溝通傳播的發展，而

這對教育環境帶來了許多的挑戰與變

化。基於市場競爭的效率概念，各國政

府開始慢慢建立國家課程標準，並使用

經費分配、績效監控和標準管理等治理

方式來掌控學校和教師，以確定國家課

程能被執行（Huang, 2012）。可惜的

是，這些做法常常和教師專業發展的精

神是相違背的，因為教師要花許多時間

來應付這些治理和行政控制，而真正的

一些專業活動，例如和其它教師之間的

合作與討論，則因為會花費掉太多時間

而被省略。特別是在後現代多元的今

日，教師不僅需要和其它老師溝通，也

需要和家長、社區、及學生溝通，更需

要把這些想法結合在他們的教學活動，

這些耗時的專業活動根本不可能由績效

或標準來界定，反到是教師為了達成這

些績效和標準，排擠了專業發展的時

間。所以，Hargreaves（2000）也把後
現代的專業時間稱之為「去專業」的時

期。一樣的情景，也正在台灣悄悄上

演。以最近台灣剛公佈的【師資教育白

皮書】為例，其中明載著：『依據「具

備教育愛、專業力、執行力的新時代良

師」教師圖像，建構兼具「專業標準本

位」與「師資培用理念」的師資培育體

系』（教育部，2012: 16）。如果更仔
細閱讀，在師資教育白皮書中，開始的

論述都是以極具教育理念的概念著手，

但這些概念在白皮書的論述中很快就會

發展成為績效責任論述下的墊腳石。例

如在定調白皮書的核心價值時，一開始

用的字眼是「師道、責任、精緻、永

續」，其中的責任指的是：「每位教師

致力於帶好每個學生」。無疑的這的確

是我們期待每位好的教師所應該具有的

責任。但問題是當此核心價值對應到目

標時，其中的「責任」就馬上被對應或

窄化到「建立專業標準本位的師資培

育」，其定義如下。

以教師終身專業學習的理想，建立

專業標準本位的師資培育，規劃推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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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及教師專業

發展表現檢核基準，研訂「教師專業標

準」及「教師專業表現指標」，精進師

資培育歷程，確保教師專業能力，以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教育部，2012: 17）。
換言之，台灣目前對教師專業發展

的政策也是在整個後現代或新自由主義

論述下，與國際上重視責任績效和標準

本位的做法是一致的。

從時代社會的變遷來看，另一個值

得注意的是社會的「多元化」。不像過

去傳統的集權社會，後現代社會在價值

和觀點的多元與差異已成為教育當前重

要的挑戰。矛盾的是，在民主體制的社

會中，國家課程卻常常是由教育行政組

織或民選代表做出最後的決定。教育民

選代表或教育行政人員關心的是如何用

可見的績效來表現他們當初承諾給選民

的政策，由於這樣的課程政策具有特定

的理念方向，所以常常在論述上是比較

單一的。但是在多元的社會文化中，地

方、學校和教師的理念與價值觀就不可

能如此單一。也因此，任何的課程政策

從政策文件到真正的實施過程中，就會

出現Levin（2008）和Westbury（2008）
所謂不同層級間的協商或妥協過程。若

是從政策績效的角度來看，這種妥協基

本上就是在「稀釋」原本的政策理念

和可能的成果。但是，就現實的角度

而言，這種協商過程卻才是課程實施

能否成功的關鍵。所以，後來Westbury
（2008）把課程實施過程中的觀點劃分
成：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前者常

常誤認為真正的課程實施是因為某種教

育理念能被成功的推動；但後者則是更

清楚課程發展過程中的政治性，認為課

程的發展永遠避免不了不同立場和觀點

間的協商和妥協。而從後者的角度來

看，我們也就可以更清楚了解課程協作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下是如何的重要了。

不過，在這種協作過程中，有一

點似乎是需要更清楚被點出來的，那就

是課程實施最終的結果是在「學校教

學」的層級。也就是真正成功的課程，

並不是不同立場的民選代表或教育行政

人員的彼此協商，然後找出一個共同能

接受的課程，接著下放由學校教師來實

施。事實上，學校中不同的教師或相關

成員之間，就存在著複雜而多元的想法

與理念。若要課程政策能夠真正在學校

教學中落實，最需要的是在學校複雜而

多元的成員之間進行溝通與協作。所

以，Westbury最後結論式（或是有點感
嘆）的說到，課程政策若能發揮些什麼

作用，那就是它扮演著一種「掌舵」

（steering）的功能，讓學校可以逐漸
朝向政策的理念方向前進。「掌舵」就

像是在引領著一所學校在複雜或惡劣的

環境中前進，現實的學校充滿著多元聲

音，而課程政策中的理念和措施可以讓

教師從複雜多元的聲音中慢慢做出選

擇。

因此，課程協作真正困難的，也是

課程政策成功最關鍵的，或許就是「學

校層級」中如何「掌舵」或協作。Fullan 
是最早提出課程實施的學者（黃騰，

2014），近年來，他漸漸也把焦點放在
課程實施的「永續性」（sustainability）
上，把焦點拉回到「學校層級中的教

學」。首先，他把課程實施區分成兩大

階段：「強調創新」和「強調系統性改

變」（Fullan, 2008）。傳統的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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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創新改革，這些創

新經常是因應外在政策的需要而做的，

由政策起頭，然後提供資源來支持學校

創新。通常的做法就是由政府提供一大

筆資金來辦理像是在職研習之類的活

動，但這類的活動常常是不夠深入而膚

淺的，也和其它的課程與教學重要議題

無法統整。Fullan（2008）指出：其實
最難的改變是教師在信念和概念上的改

變，而過去那種分散式、不深入的在職

研習活動並無法讓教師對課程有深入的

理解。所以，Fullan開始強調的是系統性
的課程實施，這種課程的成功定義是指

「進到教室內」的課程改革，任何無法

進到教室內的課程實施都是無用的。這

種課程實施建立在三個P的概念：個人化
（personalization，考慮到學生的學習需
求）、精確（precision，考慮教學的個殊
性而非用特定框架限制或要求）、專業

學習（professional learning，讓每個教師
都能每天有學習的機會）。在這三個概

念下，希望的是教師常常有機會能進行

專業對話，能根據學校、學生和自己的

需求做出新的決定，讓專業成長能成為

教師日常教學活動的一部份。

如果綜合Hargreaves, Westbury和
Fullan的想法，我們可以試著界定當前
課程協作的重要成功元素。第一、課程

協作主要的目標不是課程政策的績效表

現，而是教師實質上如何落實課程政策

中的理念於教學中。第二、若要落實在

教師的教學，不止行政層級需要協作，

學校層級中更需要有人進行「掌舵」。

第三、這種掌舵的方式不是靠分散或片

斷式的研習，而是要能回應學校文化、

教師、及學生的需要，讓教師能在日常

教學中不斷進行專業對話和反思。

三、再探如何與教師協作：超越
「知識」之外

既然課程協作成功的關鍵與學校

教師教學如此重要，我們似乎有必要

探討在與教師進行課程協作時可能的

方向與問題。首先，傳統對教師改變的

看法是非常著眼於「知識」的層面。從

職前的師資培育開始，就是由大學裡的

教授來提供理論知識，好讓教師未來能

夠進入學校現場使用。到了在職階段也

是一樣，學者專業所提出來的種種教育

理論和概念，也透過在職進修研習的

方式，傳遞給教師到現場使用。但就如

Korthagen（2010）所說，這些理論常
常是基於特定的學術領域與取向，並以

科學式的命題和抽象的方式呈現，實在

很難包含複雜現場中的所有面向，也很

難轉換到特定的教學實踐中。可是一直

以來，教師改變的方式一直是套用著這

種「理論—實踐」的上下游模式。後來

Shulman（1987）提出了新的概念，企
圖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教師教學最重

要的是「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它結合了「教學
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和「內
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意味
著教師應該有能力把特定的教學知識應

用到其專業知識領域中才能算是好的教

學。不過有趣的是，歷經約二十年後，

Shulman 與 Shulman（2004）卻一反過
去強調的「教師知識」而說道：當他們

實際接觸到許多現場教師之後，他們發

現教學知識的概念是有限的、不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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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因為無法用來解釋
他們所看到的教師改變與專業成長。他

們提出，過去強調教師知識主要的問題

有二：一、太過於強調「認知」取向，

忽略教師非認知層面的影響；二、把教

師個人獨立於情境之外，忽略其它教學

場域中的社群和脈絡的問題。所以，他

們決定用一個具有六大特徵的模式來詮

釋教師專業成長：願景（vision）、動機
（motivation）、理解（understanding）、
實踐（practice）、反思（reflection）、
及社群（communi ty）。Shulman 與 
Shulman意識到，教師需要發展出其獨
特的教育目標，而此目標就來自於他的

「願景」。這個願景提供了教師動機想

要做某些教學活動，也因此而產生了某

種理解和實踐，並在這過程中產生反

思或一些社群對話的機會。所以，在

Shulman 與 Shulman（2004）後來的想法
中，反而看不到過去他們強調的「教師

知識」，反倒是「認知」和「個人」以

外的層面漸漸受到重視。

2 0 1 0年，一群研究有關教師專業
不同主題的研究者也共同發表了一篇論

文，標題是：〈超越知識：探究為何某

些教師比其他教師更具深思回應性〉

（Fairbanks等人，2010）。其目的是主張
在傳統以教師知識（不論是理論或是實

踐知識）為主的教師專業概念下，還有

一個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教師專

業概念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Fairbanks
等人（2010）的教師專業概念是將焦點
關注於：為什麼有些教師會比其他教師

還能深思熟慮的反思其所在的教學環

境，並根據其願景與信念來回應及協商

學校場域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對這些

人而言，知識永遠只是協商的工具，他

們絕不會將知識當成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Sawyer, 2004）。根據Fairbanks等人
（2010）的研究，這樣的教師至少有兩
個關鍵特徵是與其他教師不同的：清楚

的「自我知識」和行動協商的「能動

性」。

所謂清楚的「自我知識」（ s e l f -
knowledge），是指教師有自己一套明
確且清楚的教育願景（v i s i o n）、使
命（mission）、或理想的教育圖像，
做為判斷反思其教學實踐的基礎。以

Korthagen（2004）的話來說，這種願
景或使命通常已經不是在教育場域的範

圍了，而是已經達到所謂的個人存有的

層次。也就是說，對該教師而言，他已

經深刻體悟到身為一個教師在他生命中

的意義。而越能體悟身為教師的意義，

這樣的老師就愈能產生個人性的承諾，

他將不是為了應付社會的要求或慣例而

從事教學行動，而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生

命意義。舉例而言，一位以正義、解放

為願景的批判教育學取向教師，會希望

學生未來是個能不斷批判反思的社會行

動者，能關心社會議題，協助弱勢社

群。而一位以生態式永續發展做為其願

景的教師，可能會希望其學生了解整個

新自由主義式、個人主義式的全球社會

正面臨發展上的陷阱，因為它會導致生

態間不平衡的發展，結果導致生態圈的

毀滅。換言之，這種教育願景本質上亦

具有道德性的價值判斷功能。也因此

Fairbanks等人（2010）認為，願景和信
念之間最大的不同正在於它的道德性，

且基於此做為他專業決定的基礎。然

而，教師的願景或使命卻不一定能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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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環境相互契合，畢竟在教育場域

中有各種不同的角色與文化認同之爭

（Fairbanks 等人，2010）。例如，在
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持有建構主義理念

的教師，其所屬的學校可是比較偏向傳

統教師中心的。為了能實現其願景或使

命，教師自然會想要改變學校環境，因

此也就產生了所謂行動協商的「能動

性」。而Fairbanks等人（2010）強調，協
商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歸屬感

（belonging）的建立。歸屬感在教學的
意義是指，如果一位教師感受到他個人

的願景信念與其教育環境是相符的，他

就會有較高的投入和動機實踐其願景信

念。就如Skaalvik與Skaalvik（2011）所
指稱，這種高度的歸屬感是預測教師工

作滿意度的關鍵指標；反之，若缺乏歸

屬感，教師便常會有情緒上的疲倦感，

且會產生想要離開教職的想法。也因

此，Hammerness（2006）認為願景信念
的實踐，重點不在是不是有一個支持此

願景信念的學校環境，而是在於教師如

何創造和協商出此種環境脈絡，以提昇

其教學的歸屬感。也因為支持性的環境

必需是由教師主動創造，Fairbanks 等人
（2010）便以「能動性」（agency）的概
念說明此一現象。

從這裡可以看出，學校之所以改

變、教師之所以成長，並不是因為他們

學到了什麼特定的教育理論知識，而是

因為教師知道自己身為教師的意義和使

命，進而想要改變自己的教學和學校的

環境，來實現意義或達成使命。這也呼

應了先前Shulman 與 Shulman（2004）
二十年來的反省與觀察，認為願景才是

打開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當然，這不

是說教育理論和知識是無用的，而應該

說，教育理論和知識並不是開啟教師改

變和學校進步的關鍵，因為唯有這些教

育理論和知識是能呼應教師的願景和使

命時，教師才能將這些理論知識深入的

轉化成他教學的一部份。就像Korthagen
（2004）所指出的，如果這些教育知識
和教師的內在願景與使命不相符，充其

量教師只是學到一些教學的方法程序或

技巧，而這些方法和技巧性的東西是很

難帶來更深入的專業成長的。

這種超越傳統教師知識為主的觀

點，因此也解釋了為什麼課程政策很難

成功進到學校和教室層級。因為大部份

外來的教師研習活動通常只是一套教育

理論知識的給予，來自大學或外來的專

家並無法促使教師產生願景與使命，也

不重視如何將這些理論知識結合到那些

有願景使命的教師教學。因此就產生了

之前Fullan所謂的膚淺的研習。而這也
解釋了為什麼學校中的「掌舵」是如此

重要，因為教師的改變需要有自我知識

（願景與使命）的支持。雖然大部份的

教師都希望自己能成為好的教師，但每

個教師所持有的教育價值和理念是不同

的。就像Westbury（2008）所言，這種
掌舵是在複雜多元的教育價值和理念間

的一種協商藝術，讓不同想法的教師能

有機會重新理解政策中的理念，並進一

步轉化為自己的教育願景和信念。由此

看來，學校層級的課程協作或掌舵，並

不能只是著重在教育理論或知識上的理

解，而應先從願景和使命中著手，再慢

慢結合到與該願景和使命相契合的教育

知識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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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思與建議

基於以上討論，或許可以擴充目

前我們對十二年國教課程協作的概念。

首先，從目前「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

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設置及運作要點」

來看，課程協作的層級仍然是偏重教

育行政組織之間的協作。根據過去的研

究，這樣的協作自然有其意義，因為過

去教育行政單位之間常會有各自為政的

情況，使得現場學校無所適從（黃騰，

李文富，2010）。但若我們把成功的課
程實施界定為進入學校和教師的教學實

踐，那目前的課程協作概念似乎在學校

和教師這部份著墨較少。所以，以下的

部份個人將針對以「學校和教師層級的

課程協作」為核心，提出幾點潛在的問

題和建議。

（一）行政層級：尋找適當的協作者

首先，我們不能把「學校和教師

層級」為核心的課程協作，簡化為不需

要教育行政組織支持的課程協作。就

如Fullan（2008）所言，一個永續且系
統性的課程實施，必須有不同層級的領

導者（如政策制定者、地方推動者、學

校課程與教學領導人）進行協作。但問

題是一開始我們所提出的，在後現代的

教育情境中，行政績效導向的政策推展

反而常會限制到教師專業的發展。不過

這不是說教育行政人員和教育專業人員

之間就無法合作。事實上，在後現代或

新自由主義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中，政

府愈來愈意識到所有政策的推動不能

只靠政府原有的行政組織（Newman & 
Clarke, 2009; Osborne 2006; Robertson & 

Choi, 2010）。例如當政府的經費愈來愈
短缺的情況下，許多事情若能透過其它

人員或組織的協助，將更能補足原有經

費短缺的問題。透過有經驗的現場教師

來協助推動政策，就是一種常見的辦法

（Bryan, 2004; Mills，2011）。目前以輔
導團的方式募集專業教師的方式，就是

類似的做法。

由於這類的行動者並非原本行政

組織中的人，他們常是變動的、彈性

的、非正式的，而行政人員沒有一套慣

用的模式和組織法令或正在發展中，也

因此會創造許多可能的空間。用Gillies
（2011）的話來說，這些人就像是「機
動的個體」（agile individuals）。但相對
地，也因為原本具行政權威的正式行動

者比這些非正式的機動個體具有權力，

所以具行政權威者的觀念和態度就常會

決定協作空間的大小。了解這樣的權力

差異，我們才不會太理想性的忽略結構

性或政治性的層面。Grimaldi（2012）就
曾用「位置—實踐關係」的概念來協助

分析政策運作。「位置—實踐關係」意

指特定社會結構位置下的能動者所施展

的特別實踐行動，位置意味著結構中的

權力和資源決定權，實踐則突顯個別行

動者如何反思與行動。

由於以學校和教師層級為核心的

課程協作重視的不是績效責任，而是永

續性的教學實踐，所以佔行政組織重要

位置的行動者，就必須能放下原本績效

責任的包伏，用永續性的觀點行動。在

Skelcher 等人（2005）的研究中就發現，
不同的行政人員其實對公共政策中的不

同行動者間的合作是有著不同的態度和

觀點的。有些的確仍然是用傳統官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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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角度來看待非正式的行動者，但有

些卻是用非常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待新

的行動者。最終，其創造出來的合作空

間和方式就會大大不同。因此，除了不

同行政組織間的溝通協調，未來課程協

作體系中，具有重要權力位置中的行動

者，應該要慎重的決定，因為他/她是否
能從永續性的觀點來思考課程協作，將

對課程實施的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二）發展更具永續性的學校協作策略

其次，學校永續性的課程協作和

目前台灣的協作現況與模式可能是不同

的。目前面對學校教師層級的主要協作

者，是演變自省輔導團概念的中央及地

方輔導團。但這些輔導團成員現在推

展的模式比較偏向是：政策的傳達與轉

化和相關教育專業知識的傳達。通常是

民選代表決定主要的教育方向（如中央

地方首長賦予教育部或地方教育局處的

政策目標），然後由輔導團向學校宣達

或辦理研習，經常這些政策的推動就已

占去輔導團大多的工作時間（黃騰、李

文富，2012）。但就永續性的角度來
看，這卻是有問題的。輔導團的研習內

容常常隨著政策內容（如課程微調）而

改變，並多半是在說明政策內容，而非

Fullan所說的讓教師對課程與教學有更深
入的理解。再者，由於輔導團到校服務

的時間和次數有限，也就無法了解學校

中的文化慣例、教師個別的教育想法和

價值，當然就更無法促進教師在個人願

景和使命上的反思和轉變。當然除了輔

導團之外，台灣還有不同的協作團體或

組織，在「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

與評量協作中心設置及運作要點」中提

到的就有：師資培育大學、教學中心、

區域人才培育中心、實驗學校等等。但

朝向永續性的課程協作並只是把不同的

組織放在一起。事實上，由於這些組織

常常已有一套慣用的觀念和模式，所以

就算投入了許多組織，也不一定能把學

校教師往永續性的方向推進。就如Ball
（2000）所說，政策通常只告訴我們要
做什麼，但怎麼做的過程中總是有一堆

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在當代的教育政

策運作上，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更重要

的是如何推動的過程，而非只是官僚權

威做了什麼（Suspitsyna, 2010）。同樣的
道理，協作的重點不是我們找了那些人

或組織來協作，而是這些組織或人如何

推動。我們從之前的討論可以看到，學

校教師的改變並非只是理論知識或技巧

方法的傳遞，而是和教師的自我知識和

能動性做為有關。所以，就算我們找了

師培大學、教學中心、區域人才培育中

心，實驗學校，如果沒有對永續性的學

校和教師改變有所了解，他們也可能就

依過去的方式來推動（例如傳遞理論知

識）。

可惜的是，目前關於學校如何永續

發展的研究，或如何掌舵的過程並沒有

太多相關的研究。從Fullan（2008）和
Westbury（2008）的研究中，我們只知
道這是一條可以嚐試的努力方向。基本

上，我們應該投入更多的這類研究，經

由更多的發現與詮釋，從中找到可行的

學校協作策略，最後才反過來思考學校

之外的其它層級和組織如何協助學校產

生改變。而這類的研究也可能會超越一

般教育學術的框架，因為它需要從更整

全的角度來看待學校和教師永續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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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我們可能無法簡單的把這種策略劃

分為單一的學術議題（如：教師認同、

社會文化、或教師知識），而必須意識

到這些不同的學術議題之間可能對學校

或教師而言都是整體的一部份。

五、結論

本文試圖從當代社會脈絡及課程

發展 /實施的經驗來檢視課程協作的概
念，談到後現代社會中政府推動課程

的一些特徵與問題，最後在課程與教學

發展的「永續性」前提下，提出以「學

校及教師」為核心的課程協作概念。相

較目前比較以行政組織間協作為主的概

念，學校及教師為核心的課程協作需要

從學校改變和教師改變的角度來反思可

能的協作策略，而不再只是以政策傳達

和知識傳遞為主，而是這些政策和知識

怎麼協作學校教師產生願景，做出改

變。當永續性成為學校課程協作的核心

時，學校的文化、教師的願景與使命、

課程教學的反思與實踐，就成了重要的

考慮指標。政策通常提供了重要的理念

與方向，而課程協作者的角度，就是讓

這些政策理念結合到教師的願景、使

命、與教學實踐，並創造出有利於這些

願景和實踐的學校文化與環境。這也意

味著協作者不應該把學校教師當成需要

被改變的人，而是當成想改變的人。通

常在政策或學術由上而下的推動策略

中，教師若是被視為是有問題的、需要

改變的、是被動的，改變的效果就不好

（Richardson與 Placier, 2001）。但若這
些改變能讓教師產生意義，那就比較可

能帶來意義。所以，面對學校教師的課

程協作者，就像是藝術的「嫁接者」，

他/她的工作不是修剪或拔除，而是觀察
和尋找原生者的特性後，讓他們在原有

的基礎上，以適合的方式長出政策的果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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